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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引进
的形式、载体、范围，引进理论与中国本土教育理论对话水平，以及引进理论对中国教育实践和教
育理论创新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不仅影响了中
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人们教育观念的改变以及中国教
育实践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给中国教育学者加强教育
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对接，实现教育理论的创新带来五个方面的启示：厘清国外教育理论的发
展脉络；确立中国教育理论的自主性；立足中国教育实践；开展中外教育理论的“对话”；实现教育
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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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ＵＮＥＳＣＯ）举办的第三次国际成人
教育会议上，保罗·朗格朗（Ｌｅｎｇｒａｎｄ，Ｐ．）首先正式
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随后于１９７０年出版了《终
身教育引论》一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终身教育理
论［１］。自此，终身教育理论得以发展并开始在世界
范围内广泛传播。我国于１９７７年开始引进这一理
论，随后引进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但学界对终身教
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尚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研究。鉴
于此，本研究主要对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及
其影响进行探讨，以期助推我国教育理论的创新
发展。

一、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引进的历程
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历程包括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１９７７—１９９１年）

１９７７年，《外国教育资料》杂志开设“终身教育
的理论”“终身教育的实施”等栏目，共引进了１８篇
终身教育方面的文章①。这就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

开始被引入我国。在这一阶段中，终身教育理论的
引进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引进主体主要为学者个体。引进最初由
学者发起，张人杰、钟启泉、曹延亭、孙世路、黄仕琦、
陈乃林、周南照、吴福生等通过自发翻译、介绍、研究
等途径，对终身教育理论进行了初步引介。这与西
方发达国家主要由国家或学术团体推动显然
不同［２］。

第二，引进载体主要为杂志和图书。《外国教育
资料》《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等杂志开始刊发
终身教育方面的论文。此外，《中国成人教育》《开放
教育研究》《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继续教育研究》等
刊物也开始进行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除杂志外，
一些出版社开始出版终身教育方面的以译著为主要
形式的图书。本阶段主要有译著７本②，终身教育经
典著作借此途径被引进我国。除译著外，本阶段还
有一本姜友信、刘建国共同编译的著作《论终身教
育》。该书引进了（英）克罗丝·杜兰特（Ｄｕｒａｎｔ，Ｃ．）
的《巴齐尔·耶克斯利与终身教育的起源》《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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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终身教育》，（法）保罗·朗格朗的《何谓终身
教育》《关于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的战略》，（日）计
功、山本恒夫的《终身教育》等文章。此外，一些成人
教育著作③对朗格朗的终身教育理论及其著作、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终身教育理论展开了系统引进。

第三，引进方式主要为翻译和介绍。终身教育
理论的引进方式主要为译介，著作多以译著形式呈
现，论文以译文和介绍性论文为主，形成了以下特
点：一是全面述评终身教育理论。比如有研究者通
过揭示终身教育理论的问题，找出终身教育与人生
教育的差异等［３］；也有研究者从出发点、教育民主
化、老人学习、教育改革等问题着手对终身教育理论
进行介绍［４］。二是分析终身教育理论在其他教育领
域的影响。比如终身教育理论对成人教育意义的认
定、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启发等。三是对教育家终
身教育思想或著作进行简析。比如代表性的教育家
有巴齐尔·耶克斯利（Ｙｅｘｌｅｙ，Ｂ．）、杜威（Ｄｅｗｅｙ，

Ｊ．）、朗格朗等。
（二）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２年，乔冰、张德祥所著《终身教育论》一书
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此为标志，终身教育理论
在中国的引进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引进与内化相结合。这一阶段的译著主
要有２本④。学者们开始了通过著书立说系统引进
终身教育理论的新方式。这些著作主要体现为两大
类：一类是终身教育专著，有３本⑤。作者们注重对
终身教育理论的系统梳理，不再单纯地直接翻译引
进，而是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归类、归纳与分
析。另一类是在涉及比较教育学或外国教育史的

５本专著中单设章节对终身教育理论进行概述⑥。
作者们紧跟国际趋势，视终身教育为教育思潮或教
育理论的一种来源进行引进。此外，这一阶段出现
了第一篇系统引进终身教育理论的博士学位论
文———《终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渊源、演变及现
状》（巨瑛梅，１９９９），该文以历史渊源、演变及发展
现状为线索，对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多个
国家学者的终身教育理论、经典著作进行了系统
介绍［５］。

第二，引进范围拓宽、程度加深。从引进的国家
来看，相较于第一阶段，数量更多，包括美国、法国、
日本、韩国、德国、瑞典、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引
进的内容主要是对终身教育理论在这些国家的历史
发源、引进与传播情况、典型模式（比如北欧斯堪的

纳维亚模式；英国终身学习体系框架与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日本《社会教育法》等法制措施；美国
《终身学习法》等法制措施）进行了系统介绍。从引
进 理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来 看，有 曼 斯 布 里 奇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Ａ．）、托尼（Ｔａｗｎｅｙ，Ｒ．Ｈ．）、耶克斯利
（ＹｅａＹｌｅｅ，Ｂ．）、林德曼（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Ｅ．）、杜威、朗格
朗、戴夫（Ｄａｖｅ，Ｒ．Ｈ．）、赫钦斯（Ｈｕｇｈｅｓ，Ｒ．Ｍ．）、弗
莱雷（Ｆｒｅｉｒｅ，Ｐ．）、波什尔（Ｂｏｓｈｉｅｒ，Ｒ．）等众多终身教
育思想家。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财富蕴藏其
中》在这一阶段也被引入我国。

第三，引进与反思相结合。在这一阶段中，学界
将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纳入对中国终身教育理论发
展的反思中。有学者在相关终身教育理论专著中提
出，“改革的时代呼唤着教育理论”［６］“即使在教育界
内部，有关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也还远远不
能说已经成熟”［７］。

（三）第三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１年，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世界
教育报告 ２０００ 教育的权利：走向全民终身教育》
在我国翻译出版，特别是同年《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
系，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出现了一个高潮，具体呈现
出以下特点：

第一，引进的内容涉及教育众多领域，多元学科
视角。本阶段引进的终身教育外文著作共４本⑦，对
终身教育理论进行引进的著作有１３本⑧。除之前的
成人教育、教育史领域外，高等教育、农民教育、职业
教育、生涯教育等其他领域在这一阶段也对终身教
育理论进行了引进。此外，引进主体能够跳出教育
学的视角，从社会转型视角或哲学视角对终身教育
理论的引进进行思考。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
习化社会》一书为例，作者就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
习化社会等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从多学科视域展
开了学理支撑分析，并进行了实践运作策略研究［８］。

第二，引进主体多元，引进载体丰富。除学者
外，引进主体还有专业性组织、机构。新设的一些终
身教育专业性组织、机构有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终身
教育与学习研究中心、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司、群众性终身教育学术团体、高等院
校终身教育研究院等［９］，主要进行终身教育理论研
究和实践的开展。除了依托杂志和图书这两种载体
外，还新增了两种：一种是通过举办国际终身教育论
坛、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演讲进行引进，另一是借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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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进行引进。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终身教育网以及
全国各地区的终身教育相关网站的相继创办，拓宽
了引进的渠道。

第三，引进的内容与我国社会现实、教育现实结
合得更加紧密。学界开始根据我国国情有目的地选
择引进内容。如《国际终身教育经典文献》指出，“为
了深入开展在我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的研究，课题组把编辑《终身教育经典文献》作为一
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１０］。《终身教育体系的
建构———全面小康社会的呼唤与回应》指出，“为适
应建设终身教育体系的要求，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教
育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要与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步调相一致”［１１］。可见，引进体现出紧密结合当
时社会与教育需求的目的。

第四，引进范围进一步拓宽。从引进国家来看，
与之前更多关注发达国家相比，这一阶段在进一步
引进发达国家（韩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芬兰、瑞
典、丹麦、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挪威等）终身教
育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印度、泰国、
坦桑尼亚、马来西亚、巴西、朝鲜等）。而且引进的范
围从国家层面具体到城市或地区层面，比如美国纽
约市、英国伦敦市、日本东京都等。从引进的内容来
看，除引进某些教育家的终身教育思想、终身教育著
作之外，亦开始关注国际组织和流派的相关观点。
相关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
经合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 ＯＥＣＤ）、欧洲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简 称 ＥＵ）和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ＬＯ）等。重要理论流派
有理念型、反体制型、马克思主义与集体主义等［１２］。

（四）第四阶段（２０１２年至今）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就“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进
行了明确表述。自此，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工作进
一步深入，并呈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引进工作注重国际合作。这一阶段有３本
译著⑨，对终身教育理论进行引进的国内著作有

１３本⑩。有的学者与英国学者迈克尔·奥斯本（Ｏｓ－
ｂｏｒｎｅ，Ｍ．）、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凯恩斯（Ｋｅａｒｎｓ，

Ｐ．）共同编辑了《终身教育理论与新实践丛书》专集，
并以国际著名教育专业杂志《国际教育评论》特刊的
形式出版［１３］。《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
念转变？》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中文科译的［１４］。可见，在引进过程中，我

国学者注重与外国学者、杂志以及机构等的合作，终
身教育理论引进的国际化趋势明显。

第二，引进工作与中国终身教育理论发展进一
步结合。我国学者开始重视终身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进程，在引进的同时注重理论的建设。比如吴遵民
在其著作《终身教育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吴遵民
终身教育文集》中指出，该书基于在终身教育领域基
本概念上无法达成共识等理论滞后问题，把“廓清我
国终身教育发展的学理迷雾”作为出版文集的目
的［１５］。也有研究者能够围绕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
的传播、发展、内化、本土化展开系统研究，对理论的
引进予以梳理与反思。如朱永新、韩民、吴遵民等学
者在共同编写的《中国教育改革大系·终身教育卷》
第１章第１节中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进
行了概述，阐述了终身教育理论在我国从最初只存
在于个别学者研究中到出现在国家政策的传播与发
展过程中［１６］等相关问题。

第三，引进工作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学界
开始重视我国的教育实践背景，比如潘懋元所著《现
代终身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发展》一书出于向民众
普及现代终身教育理论常识、解读终身教育方针政
策的目的，通过讲解西方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缘起
与发展，描绘了世界终身教育地图，标示了各国教育
现代化的发展状态，思考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
渊源和未来发展。

第四，引进工作与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相结合。
也有研究者在引进的同时进行了学科建设探索，如
林良章所著《终身教育学》一书在对终身教育理论发
展渊源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以理论和实践为两
条线索，勾勒出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模型。据作
者在前言中介绍，该书的理论部分是作者在多年教
育教学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实践部分是作者所
参加的终身教育活动的体会［１７］。叶忠海所著《终身
教育学通论》一书从学科视角研究终身教育理论体
系，专设“理论篇”４章内容，将引进理论与理论建设
相结合，尝试创建终身教育理论体系［１８］。

二、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引进的影响
（一）引进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
一方面，引进影响了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转

变。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教育学领域关于教育价值观
和教育学术活动术语的统称［１９］。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开始，“终身教育”开始出现在我国教育学著作中。
但最初的教育学著作只限于对终身教育进行介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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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提及，“终身教育”只是作为一个外来词汇渗
入我国教育学著作中。伴随引进的逐步深入，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教育学著作开始专设章节对终
身教育理论进行详细介绍，主要将终身教育作为现
代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理论问题、现代教育制度变革
的因素、当代世界教育的趋势、现代教育的基本特
征、当代世界教育思潮的宏观演变等因素加以分析。
终身教育从一个被引用的词汇逐渐转为一种教育理
论，影响了中国教育学著作话语以及中国教育学话
语体系的转变。

另一方面，引进影响了中国教育学所注重的“大
教育学”的建设。在终身教育理论进入我国之前，我
国教育学基本呈现为“学校教育学”，教育学研究也
仅局限在学校教育的范畴内，教育学被视为“正规化
知识”的“辅助者”，我国教育学甚至受到“教育学的
终结”“教育无学”［２０］等质疑。基于终身教育理论所
蕴含的理论潜力，有研究者尝试从终身教育理论出
发，开始重新思考“人”的问题，在反思中国教育学所
遇桎梏的同时，呼吁中国教育学研究者进行创新，发
现教育学研究中的诸多空白点与不足之处，探究新
教育学的出现［２１］。也有研究者提出，传统教育学是
“物化”的教育学，立足于终身教育基础上的新教育
学是“人化”的教育学［２２］。还有研究者立足于中国
新时代背景，探讨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２３］。
此外，我国教育学研究者还进行了制度教育学、终身
教育学研究，以及在终身教育理论视域下思考教育
学二级学科的学科发展问题等。以终身教育理论为
基础的教育学研究，在深化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同时，
无疑在改变着中国教育学仅仅囿于用学校教育学去
建设教育学的局面，推动着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向大教育学迈进。

（二）引进推动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
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整

合，终身教育的理论探索以及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
的关系研究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引进促进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整合。随着
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我国教育各领域越来越关注
教育之间的衔接，并以大教育观的视野来进行研究。
人接受的无论是什么阶段的教育、什么类型的教育，
都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而教育理论研究的
目的是为了从理论的高度来反思实践、指导实践，这
个实践指的是服务人更好地发展、培养完善的人的
实践。终身教育理论在引进之初仅被成人教育领域

所关注，而如今已受到全教育领域的重视。在当前
大教育观视野下的终身教育理论，正统筹各方力量
来思考教育问题，使各阶段、各类型的教育成为相互
衔接、互动式的存在，促进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整合化
发展。除教育领域外，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人类学
等学科也开始关注终身教育理论。这无疑活化了教
育理论研究的方式，促进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

第二，引进推进了中国终身教育理论的探索。
叶忠海提出了“构建终身教育学”的主要观点，围绕
终身教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构架的基本理念、构
架的基本成分以及与相邻学科关系等方面，进行了
有中国特色终身教育学科建设的探索［２４］。叶澜对
朗格朗等人的经典终身教育理论进行深刻解读，认
为经典并不会过时，指出我们应当反复阅读经典，重
启经典的生命力，发挥经典的当代价值［２５］。围绕
“终身教育视界”和“当代中国”时空，叶澜提出了其
独到的“社会教育力”理论。吴遵民在引进终身教育
理论的同时，从终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入手，结合中
国国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梳理与探索。

第三，引进丰富了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关系
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旨在解决教育与社会发展、教
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
引发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对这两方面研究的重新
思考。

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引进增进了教育与
社会的互动，促使教育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单向
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开始转变为双向的整体性关
系。《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强调，社会
应当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应对教育的地位与价值
加以重视；教育应当更具整体性，这个整体性足以将
社会的一切部门在结构上统一起来［２６］。国际教育
发展委员会认为，终身教育理论是学习化社会的基
石［２７］。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提出“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与教育不
再分立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开始走向融合。在教育
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教育治理融入社会治理、社会
力量参与教育治理、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等研究
热点。

在教育与人的关系方面，终身教育理论发展了
学习权利理论，使人们得以看到教育背后所隐藏的
学习权利，从而对正义有所追求。１９７２年，在日本
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成人教育会议首次提到“学
习和继续学习权”，从此，“学习权”开始进入人们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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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学习权是一种要求完善和发展人格的权利，它
对“教育自由”进行了重新解释，使传统的教育主体
本位开始转向新的学习主体本位，学习者的主体地
位愈加凸显［２８］。接受教育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现人
的生存，更在于通过既有权利的获得来实现人的自
我完善与社会正义。近年来，教育理论研究者在关
注一些正规层面教育的同时，开始关注非正规、非正
式教育，关注对象逐渐从校内学生转向全社会。尤
其是对一些弱势群体的研究，如对下岗工人、农民
工、农民、残疾人等的补偿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的研
究热度只增不减。

（三）引进引发了人们教育观念的改变
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对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产

生了较大冲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促进人们更加注重

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终身教育理论中有对
人的新思考。朗格朗曾批判“现代人是抽象化的牺
牲品”［２９］，认为人应该是具体的、未完成的人；费德
里科·马约尔（Ｍａｙｏｒ，Ｆ．）也曾提出人是发展的“第
一主角”和“终极目标”的观点。这些理论的引进除
对上述教育学研究产生影响外，还对我国师生观、教
育目的观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师生观方面，传统教育中的师生观是建立在
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基础上的，教师是知识的所有者，
学生则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终身教育理论的
引进对这一传统认识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终身教育
理论鼓励师生之间开展对话，认为师生关系应是在
一些“有效果”“创造性”的活动中“互相影响、讨论、
激励、了解、鼓舞”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终身教育
理论影响下的教师观在教师概念的外延、教师职能、
师生关系、教师培训等方面都有所变化［３０］。也有研
究者认为，应树立与终身教育体系相适应的“大教
师观”［３１］。

在教育目的观方面，有研究者受终身教育理论
的启发，对我国教育目的进行了反思，提出应丰富和
细化教育目的的思路，认为我国传统的教育目的表
述，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个体社会化与个性化”
等，过于笼统，容易造成人们对教育目的的狭隘认
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将教育
目的分解为若干教育目标，并与现代教育内涵相融
合［３２］。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主要是“训练儿童和青少
年”，现在“使人终身受教育”的目的也被人们广泛
接受。

第二，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引发了人们对教育
本质、原则、功能等的重新审视。在终身教育理论进
入我国之前，虽然对教育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解
读，有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形态之分，但是人们在
谈及教育时，总是少不了“校园”“教室”“课堂”“儿
童”等学校教育因素［３３］。显然，这种教育观是对教
育本质的狭隘解读，无法让人们全面认识教育的外
延与功能。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人们的传统
教育观，使人们开始领悟教育的终身性内涵，终身学
习的热情受到激发，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非学校教
育得到发展。关于教育的原则与功能问题，教育的
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
存）启示我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具体方向，重视发挥教
育的“地图”“指南针”功能。

第三，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促使人们重新思考
教育的价值。“教育是社会的目的”“教育先行”“教
育预见”等重要观点，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教育的价
值，意识到教育之于人的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团结、
民主参与、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重要性，探讨当代教
育的发展趋势。此外，过去教育价值判断的标准更
侧重结果，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也带来了教育价值
判断的多元化，结果不再是衡量教育价值的唯一因
素，教育过程受到关注，这对我国的课程观、教育评
价观等都有新启发。

第四，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改变了教学方法与
学习方法。终身教育理论倡导“教育过程的整体性”
“个人自己的教育”“学会学习”等理念，启发人们进
一步重视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价值。这些理论的
引进为人们的教学观、学习观带来了方法上的启迪。
传统的“继承学习”“维持学习”被“学会学习”“创新
学习”所取代，“受教育者”变成“学习者”，“受教育的
人”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变成自己
的教育，教育从学习者出发。

（四）引进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整体进程
终身教育理论在我国的引进还对我国教育改革

产生较大影响，具体体现在终身教育的政策制定、立
法改革以及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

第一，引进推动了终身教育政策在我国的制定。

１９８０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
意见》首次提到将“终身教育”作为教师进修院校的
责任之一。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
出要促使终身教育从理念向政策转变。２００１年，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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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首次将终身教育列入国家
五年计划。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的颁布使终身教育步入国家战略规划，成
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党的十
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也相继就“终身教育体
系”展开重要部署。国家不仅继续在理论方面探讨
与完善终身教育政策，如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
会的构建，而且还把终身教育政策拓展到指导社会
实践的层面，进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层面的探索。

２０１９年，《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以及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对作为一种体系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提出
部署与要求，进一步提升了终身教育在我国国家政
策中的地位。

第二，引进推动了终身教育在我国的立法进程。
在国家层面，随着１９９５年终身教育被写入《教育
法》，终身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得以确立下来，它
的根本性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确定。２００３年，教育
部工作要点是研究起草《终身教育法》。２００８年，教
育部工作要点是加快起草、修订《终身学习法》。

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是加快起草《终身学习
法》。２０１６年，新修订的《教育法》开始正式实施，并
且新增了“学前教育”“继续教育”等内容。在地区层
面，２００５年，福建省首开地方颁布终身教育条例之
先河，自此之后，多地区相继颁布地方终身教育促进
条例，我国终身教育立法进程加快。

第三，引进推动了我国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这主要体现在教育系统、教育资源、教育实施以及教
育体系构建等方面。首先，引进推动了各类教育的
关联。我国终身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体现出各类
教育互相关联的特点，各种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交叉融合。其次，引进盘活
了教育资源。高等院校设置继续教育学院，面向社
会开展岗位培训、函授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资源向
社会教育的流通；成人教育师资融入社区学校，开展
教学与调研，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互通；高职院校与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实现了资源共享。再次，引进推
动了教育实施形式的多元化。以学习和教学方式为
例，终身教育理论也催生了多样化的教育实施形式：
基于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变革正逐步开展；基于信
息技术的现代化教学方式变革亦渐趋推进。最后，
引进推动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构建。
终身教育理论的引进契合了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发
展的诉求，促使了我国教育体系从封闭式向开放式、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转变。
三、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引进的启示
终身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引进，给中国教育学者

加强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对接，实现教育理
论的创新带来五方面启示。

（一）厘清国外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引进理论要首先厘清国外理论的发展脉络，了

解理论生成的机理。终身教育理论最初产生于西方
教育文化领域，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的不同，理
论在引进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误用问题［３４］。我国也
曾出现对终身教育理论的直接套用与片面理解的问
题，例如在理论引进初期误认为终身教育理论属于
成人教育的范畴；终身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其他领
域更多沦为一种“口号”的存在，在实践中难以具体
操作实施；对终身教育理论产生误读，误将彼得·圣
吉（Ｓｅｎｇｅ，Ｐ．Ｍ．）的《第五项修炼》中的企业“学习型
组织”观点与学习化社会理论混为一谈；等等［３５］。
这些误区无不与理论引进的不全面、不彻底有关。

厘清国外教育理论发展脉络，需要从引进的广
度、深度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扩展理论引进的广度。终身教育理论
迄今不断发展，已形成众多流派与理论分支体系，已
由一个点扩散到整个世界，已从理念演化成实践，发
挥着它“高屋建瓴”的精神指引、理论整合、实践导向
的功能。从终身教育理论引进的广度来说，我们做
得还远远不够，尚需要在把握广度的基础上去深入
挖掘：在继续深入研究经典终身教育理论（比如经典
著作、著名人物思想、重要理论流派、主要理论体系
等）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一些新生理论（比如“个人赋
权”“社区赋权”“休闲教育”“终身体育”等）；在注重
对发达国家关注的同时，也应该投入到对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引进中去；在以教育学、教育思维审视终身
教育理论的同时，也要以多学科视野、多角度思维对
终身教育理论展开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扩大理论引进的深度。在追求所引
进理论多样化的同时，要对理论进行由表及里、去伪
存真、由抽象到具体的分析，研究教育理论生成的历
史文化背景、动力机制、影响因素、所属范围，既要研
究理论“是什么”，又要研究理论“何所是”。

（二）确立中国教育理论的自主性
引进教育理论于我国教育理论体系而言，只能

是借鉴和补充。引进理论与理论原创生成不同，理
论原创生成是理论研究者的探索过程，必经挫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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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引进理论则可以通过“移
植”，避免理论生成的漫长过程。因此，在引进国外
教育理论的过程中，要发挥“移植优势”，基于主体意
识去审视国外教育理论，对其做出自主选择、客观批
判，既不“故步自封”，也不“盲目崇拜”［３６］。

客观来讲，引进国外教育理论的成效如何，与是
否坚持中国教育理论的自主性息息相关。因此，引
进的目的性与针对性便显得尤为重要。国外教育理
论的适用时空界限等，这些都是引进过程中应当明
确的问题。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做到：其一，树
立自主意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在引进过程中，
要站在中国国情的高度去审视国外教育理论，以我
为主，洋为中用。其二，树立批判意识。引进要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对国外教育理论进行客观评价。在
理解中批判，在批判中引进。其三，树立选择意识。
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要对国外教育理论进行全面考
察，考察其思想、观念、原著、文章、流派、思潮等如何
产生、如何指导教育实践、如何发展，在对国外教育
理论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展开能动选择；将国外教育
理论中适合我国教育理论的部分加以借鉴，弥补我
国教育理论的不足，并进行中西融合。通过“形式引
进”向“观念引进”的过渡，确立中国教育理论自主性
基础上的理论引进与发展。

（三）立足中国教育实践
引进国外教育理论要以结合中国教育实践为宏

观的、整体的指导思想［３７］。以国外教育理论的“法
眼”来看待中国的教育问题，或以国外的教育理论框
架来建构中国教育问题，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
节［３８］。这样长此以往，我们既不能完全领悟和学习
到国外教育理论的精髓，又不能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更不能解决中国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将会阻碍中国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甚至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以一些国家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情况来看，丹麦和
德国的民众学校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瑞典的回归
教育和成人学习圈、英国的开放大学、美国的社区学
院、日本的公民馆、北欧国家资历框架、韩国学分银
行等，它们都是结合本国国情对终身教育理论进行
了发展，立足本国国情促进了这些国家终身教育实
践的飞速前进，甚至于我国在理论引进后期也一直
在介绍这些优秀的理论和经验。从初始的理论产生
到适用于各个国家的理论发展，终身教育理论在被
引进与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的质的发展和生
命力的变强。

我们只有站在“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基础上
进行引进，才能做好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
对接。

一方面，引进教育理论就要结合中国教育实践
需求。中国教育实践的难点、亟待解决的问题、亟须
发现的突破口都源于中国教育实践需求。在引进国
外教育理论时应首先对照中国教育实践现状，引进
国内教育实践迫切需要的教育理论，并以国外教育
理论为启蒙点，找寻中国教育实践问题的突破所在。
以我国当下终身教育实践为例，当下正值我国构建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之际，但学界对体系
“是什么”“如何构建”等问题的讨论依然不休，这势
必影响实践。

另一方面，引进教育理论就要接受中国教育实
践的检验。引进在结合中国教育实践需求的同时，
还应进一步对教育理论进行中国化改造，接受中国
教育实践的检验，从而不断调整和更新教育理论，最
终生成适用于中国教育实践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
我国在引进国外终身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也有一些
验于实践的例子可寻，经由理论引进发展而成的“社
区学习共同体”“学分银行”“资历框架”等实践模式
在我国部分地区正试验开展。

（四）开展中外教育理论的“对话”
教育理论的产生必然体现着所属社会和文化的

属性，体现着所属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诉求。一种理
论的生长过程不单单是其产生的过程，产生只是理
论生长的一个初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后续的传播、
扩散以及完善化的阶段。因此，一种理论从一个文
化场域被引入另一个文化场域，首先就体现为文化
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理论的“母体文化”与“被引
入场域文化”之间进行“对话”之后，经过过滤、筛选，
文化得以对接、契合，理论才能顺利过渡，在新的文
化场域继续生存而发挥效力。反之，不经过滤直接
“拿来”的教育理论，在新的社会和文化场域，只能是
理论的“复制品”，会导致理论引入后出现“食之不
化”或“水土不服”现象，并不能发挥理论的效力。因
此，引进不仅要审视国外教育理论发展脉络及其所
属文化，还要研究好中国教育理论传统及其所属文
化，进行国内外理论的“对话”与衔接。

在中外教育理论关系上，我国对西方教育理论
更多表现出“尊奉热”，在国内教育理论上表现出“失
语症”，一些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更多沦为西方教育
理论的“消费者”与“代言人”。欲摆脱这种被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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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服从过程，就是要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以“寻找者”

的姿态来面对西方教育理论，产生理论“共鸣”［３９］。如
果说“厘清国外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是理论在新的
文化场域得以生存的前提，那么“开展中外教育理论
的‘对话’”则是理论立足的根本。一方面，引进要基
于历史意识回溯本国教育理论传统。以我国终身教
育理论的引进为例，在引进的同时要回溯我国终身
教育理论的传统与历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引进
要基于问题意识激发理论“共鸣”。中国教育理论研
究者要以“寻找者”的姿态来引进教育理论，寻找教
育的“共同问题”，并以自身理论体系为前提，进行教
育理论之间的“对话”，激发理论“共鸣”，通过理论的
碰撞，完成中国教育理论的创生和构建。

（五）实现教育理论创新
创新是理论生命力的“第二次重生”。终身教育

理论在我国引进的历程可被概括为从最初的译介式
引进、量化引进，逐渐到系统引进、研究式引进、批判
式引进的逐渐深化过程。但引进不能就此停止，引
进必须与内化相结合。内化是本土化的前提，而后
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只有经历理论引进—理论应
用—理论内化—理论本土化—实践应用—理论对
话—理论改造—理论创新的过程，才能实现引进理
论在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真正适用于中国教育实
践、中国教育问题、中国教育理论体系的理论。反观
我国的终身教育理论引进情况，引进多于原创、借鉴
多于批判、盲目多于选择、“焦虑的回应”多于“积极
的回应”［４０］，多表现为一种无声的“默默耕耘”与匮
乏的理论“失语症”。虽然已付出了一些本土化的研
究努力，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促进终身教育理论的
内化、深化、知识创新与体系建构。

中外理论之争体现的是中外文明之争，中国唯
有通过理论创新，改变理论的“进口国”身份，以具有
中国特色的理论回馈世界，才能变成理论的“出口
国”，赢得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陶行知先生
曾在杜威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教育实践以
及中国时代背景，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

可谓理论创新的典范。实现理论的创新要求中国教
育理论研究者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充分的知识为前
提，提升引进的质量，调动自身教育理论研究的主动
性，扎根本土文化传统，立足本土教育实践，研究适
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以扎根本土的学术自信投
入国际教育理论的交流中去。总体来说，终身教育

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必须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研究
者应坚持西为中用的原则，扎根新时代教育实践，不
断促使终身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发展与理论创新，构
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终身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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